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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一个中介与调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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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探讨员工感知的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如何通过促进员工工作繁荣正向

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以及员工所在部门谦卑型领导风格对这一过程的跨层次调节作用。对 402 份部门主管与员工匹

配两阶段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工作繁荣在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员工创新行为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谦卑型领导在

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促进员工工作繁荣过程中发挥跨层次调节作用，即当部门领导表现出高谦卑性风格时，高参与

人力资源实践对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更强；此外，部门谦卑型领导跨层调节工作繁荣对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员工

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当采取高谦卑型领导风格时，该中介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丰富和发展了员工工作成长综合

模型视角下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可为管理者有效激发员工创新行为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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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快速变化与充满竞争的商业环境中，员工持续且不间断的创新行为是保证企业维持自身竞争优势的关键，当员工创造性

思维与建议能够促进组织绩效增长时，这些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与实施过程成为企业获取持续性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独特动力来

源[1]。在诸多影响企业组织员工创造力与创新行为的因素中，有效的人力资源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影响员工工作表现的组织情境因

素，能够显著提升员工创造力并促进员工创新行为
[1,2]

。虽然组织人力资源系统是影响员工绩效行为的重要因素
[3]
,但其对员工创

新行为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讨[4],需要更多研究加以关注[5]。 

社会交换理论是研究组织人力资源系统影响员工绩效行为的一种普遍视角[6],而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作为一种以调动员工主

动参与工作为核心并重点关注员工成长与发展的人力资源实践系统[7,8],其已经被证明能够通过激发员工回馈组织的意愿正向预

测员工创新行为。对组织而言，这种人力资源实践系统能够使员工感受到组织支持与爱护，并通过提升员工工作参与度与归属

感激发员工创造力以回报组织[9]。在社会交换机制理论视角下，员工工作表现是出于对人力资源实践系统给予员工优良对待的一

种回报，它基于员工对组织的义务与承诺[3,10]。还有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11],发现组织层面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能够满足员工

自我决定的基本心理需求，进而通过提升员工内部动机正向影响其创造力水平
[4]
。然而，社会交换视角下员工创新行为仍然是员

工针对组织管理措施的被动反应，无法体现组织人力资源系统对员工创新行为选择的主动激发与良好培育，而单纯从员工内部

动机这一视角无法体现员工在组织人力资源实践影响下进行创新活动能否获得持续成长和活力。基于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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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个体发展的理论内涵，探究这一实践系统对员工学习成长发展的积极影响，以及对员工创新行为“从被要求做到主动去做”

的积极影响，能够加深这一实践系统对员工心理状态与工作行为影响机制的理论认识，并为企业有效提升员工活力与成长水平

提供有效管理方法。 

员工创新行为是指工作中产生创造性、新颖性想法以及将这些想法成功付诸实践的过程[12]。以往研究表明，个体活力与毅

力[13,14]、积极情绪及情感状态[15]以及学习与认知能力[2,13]是影响员工创新水平的个体层面因素，本研究引入工作繁荣这一概念，

并检验其作为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机制。根据 Spreitzer 等[16]的定义，工作繁荣是指个体在工作中体

验到的活力与学习成长的心理状态。其中，活力指个体拥有力量与生机的积极感受，而学习指个体感受到的能够获得并运用知

识的能力。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17],组织情境因素诸如决策自主权、信息共享、互信与尊重及有效反馈能

够满足员工自我决定的 3种基本心理需求，进而正向提升员工工作繁荣水平，并激发员工进一步从事创新与探索性活动的意愿，

以保持并强化自身工作繁荣状态。因此，本研究基于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视角，探究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能否通过促进员工

工作繁荣水平实现自主创新行为。 

此外，由于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没有明确指明在组织情境因素促进员工工作繁荣过程中是否存在边界条件，因此为探究

这一过程可能存在的边界条件，本研究引入个体与团队激励综合理论模型
[18]

,探究员工所在部门或团队领导风格，对员工个体感

知的人力资源政策与其个人动机状态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由于工作繁荣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动机状态[19],本研究探究谦卑型领导
[20-21]作为一种能够促进员工学习成长的积极领导风格，能否调节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通过工作繁荣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过程。因

个体层面员工感知能够有效预测其对不同员工心理状态与工作动机水平的影响[3],本文借鉴以往研究[22],从员工个体感知角度研

究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工作繁荣及创新行为的影响。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员工创新行为 

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重点关注如何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7],通过激发员工工作热情、工作活力与创造力提升员工工作能力与

本领[23]。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理论架构最初由 Lawler[8]提出，后续学者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个多维度整合的高参与人力资源管理

实践理论架构，包括充分授权、能力发展、信息共享、赞赏认同和回报公平等 5 项与员工工作态度、工作表现紧密相关的人力

资源管理实践活动[24]。 

(1)充分授权是指组织给予员工在日常工作中自主安排与规划工作内容以及进行自主决策的权限，员工在组织充分授权管理

模式下，能够获得较高的工作自主性并感知到组织支持与信任[9]。工作自主性是对创新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作特征要素，能够有效

增强员工创新内部动机[12],改善员工创造性安排工作任务的方式方法[25],提高员工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26]。组织实施能力发展

实践活动包含知识技能培训、轮岗及工作辅导等多个模块[24]。通过技能与知识培训及工作轮岗，员工知识宽度与广度得到提升，

有助于其创造力发挥以解决新工作问题[27]。能力发展活动还能够促使员工获得有利于创造性发挥的工作技能，增强员工认知能

力，因而有助于员工在面对复杂问题时产生创造性解决方法[28],而员工在培训与学习过程中获得的与组织战略、人际关系相关的

知识和信息能够促进员工创新思想的产生[1]。信息共享实践活动能够使员工获得与工作相关的各种信息，而信息是对创新有重要

影响的一种资源。有效的信息共享实践活动能够促使组织具备开放的管理氛围，员工因而可以获得不同来源知识并迸发新思想

火花，这为创新活动有效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29]

,并为员工有效判断与决策提供了信息资源保障
[28]
。 

(2)组织给予员工赞赏认同是有效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组织情境因素[12-13]。赞赏认同活动能够给予员工关于工作绩效的建设

性反馈意见，帮助员工了解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并提高创新水平[30],这种正面反馈还能够提高员工学习与发展意识，激励员工实现

更高水平的创新[31]。公平回报是指组织在薪酬水平、绩效评估及职责分配等方面按照员工能力与贡献公平对待员工，有助于员

工感受到组织给予的支持与关爱
[24]

。组织按照员工能力贡献给予各种形式的公平回报，能够使员工清楚了解自身能力水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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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员工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2],如挑战更高目标，员工创新性也更容易被激发[32]。 

以上分析表明，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活动各模块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积极影响，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不同模块间相互影

响，将各模块视为一个互相协同的整体系统会对组织运行结果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33]。因此，本研究依据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

型，将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情境因素各模块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作为员工个人能感受到的一种促进员工工作行为的情境性激

发因素。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1.2 工作繁荣在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自我决定理论是解释工作繁荣产生的基础理论机制。该理论认为，如果个体追求自主性、胜任力以及与其他人关系的 3 种

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将有助于激发个体活力并促进个体成长[34]。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的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指出[17],工

作环境中存在的自主决策、信息共享、互信与尊重以及信息反馈等积极因素通过提升个体自我决定水平，促进个体实现更高水

平的工作繁荣状态，而这种状态以高水平活力与学习能力为核心。 

(1)组织实施充分授权活动能够给予员工较高的工作自主性，员工因而能够自主按照个人兴趣安排工作方式，他们对工作流

程拥有较高控制权，从而有更多选择可以安排工作内容与工作流程[11],在工作中享有较高的自主性与自由度而不是被严格控制，

会成为促进员工工作活力的强有力因素[35]。此外，员工在充分授权且具备充分机会参与决策的环境中开展工作，更容易学习到

新知识与本领[36],员工会感觉到自身能力提高并更有动力从事挑战性与变革性活动[37]。 

(2)组织通过信息共享活动能够使员工掌握更多工作与发展所需的知识信息，员工因而具备较强能力解决各种问题并优化协

调自身行为，由此可以感受到更强的自我能力[17]。组织实施的员工能力发展实践措施可提高员工对自我能力水平的积极感知[6],

员工培训还能够促进员工发展与成长[38]并提高员工学习能力[39-40]。 

(3)组织对员工的赞赏认同是一种员工能够觉察出的来自组织关于其工作质量与工作成就的非物质性奖励[7],员工通过组织

赞赏认同也能够感知到来自组织的关心与重视[24]。由于赞赏认同可以使员工体验到组织给予的尊重，员工会认为自己更有工作

能力应对环境不确定性[37],同时对自身学习新知识及尝试新工作方法有更强的自信心与效能感[41]。赞赏认同与尊重还能够增强员

工对组织的归属感，员工因而会产生更加积极的情绪状态并提升思维与认知能力[15],从而增强自身学习能力[17]。 

(4)组织赞赏认同与公平回报实践活动都提倡对员工工作绩效的积极反馈与公平合理评价[24],而有效反馈是促进个体自我决

定的显著因素，能够正向强化个体对自我能力的肯定[17]。积极且客观的工作评价及反馈有助于员工有效评估自身工作表现与能

力水平，清楚自身不足及未来努力目标，从而激励员工调动自身优势及资源进一步学习改进[42]。 

因此，根据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组织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作为一种组织情境因素，通过提升员工自我决定状态促进其

工作繁荣水平提升。且根据该模型，工作繁荣还能够显著促进员工工作绩效水平提升，提高员工工作主动性与学习意识[19],并激

发员工在自身正常工作任务范畴以外的领域寻找资源以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16]。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工作繁荣能够在多个方

面促进员工创造力与创新行为
[14]
。①当员工体验到较高水平的工作繁荣时，他们会产生保持并增强这种繁荣状态的动机

[16]
,而进

行创新与探索性活动是保持可持续性工作繁荣的重要途径，因而员工会寻求新知识，思索创造性观点并尝试创新性工作[43];②个

体从工作繁荣中体会到的活力与能量能够带给个体更加积极的情绪状态[44],这种积极情绪状态作为一种有效的情感资源[37],能够

促进个体认知活动变化并改变个体行为习惯，通过拓展个体思维空间与行为方式促使个体产生创新思维和创造力[12,15]。工作繁荣

促使个体产生自我胜任感知，随之激发员工应对挫折的能力，并更有激情挑战那些抵制创新与改变现状的力量[45]。工作繁荣赋

予员工较高的学习能力，促使个体具备更加全面的知识技能并增加工作与创新经验
[2,13]

,这些知识经验能够增进个体对工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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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程层面的认识，从而为创新性工作活动提供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储备。 

总之，在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理论框架下，员工在组织中体验到的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通过满足员工基本心理需求提升

员工工作繁荣状态，进一步提升其实施创新行为的能力与信心。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工作繁荣在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1.3 部门谦卑型领导风格的调节作用 

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没有明确指出组织情境因素影响员工工作繁荣的边界条件，本研究引入个体与团队激励综合理论模

型[18]探究这一问题。依据该理论模型，员工所在部门或团队领导风格是一种重要的周边氛围因素，其能够发挥“情境可供性”

功能[46],与员工在组织中的工作体验产生交互作用，进而影响员工工作动机。由于员工实际体验感知的组织人力资源实践政策是

一种重要的工作体验[47],该模型强调只有在员工所处部门领导风格与员工个体经历的工作体验相匹配时，员工工作状态才能被有

效激发。因此，即使组织整体能够有效实施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活动并影响员工工作繁荣[19],员工所在部门领导风格差异性也会

影响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正向促进员工工作繁荣的效果。如果部门领导表现出的风格与员工个体体验的组织高参与人力资源实

践相冲突，组织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就会被削弱。 

本研究认为，员工所在部门领导表现出的高水平谦卑型领导风格能够与员工体验的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相匹配，进一步增

强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谦卑型领导在社会人际交往过程中所具备的品质行为，能使其正确认清自

身缺点与不足，并在部门内部营造一种强调沟通、自我反思及鼓励反馈的开放气氛[21],这种开放气氛能够降低领导权威性与控制

性并表达出自身对新知识和观点的渴望，提高下属工作自主性并营造自主沟通、相互交流学习的工作氛围，同时激励下属通过

不断学习实现成长与发展[20]。谦卑型领导不仅善于赞赏与认同下属的工作贡献，也会对下属能力给予充分肯定，因此能够提高

下属对自身胜任力的评价并表达出希望下属参与工作决策的意愿[48],使下属获取更多自主性及工作自主权[49]。谦卑型领导所体现

出的这些品质能够强化部门开放、交流与学习气氛，同时为员工营造出积极学习、互相促进的良好风气。谦卑型领导通过示范

效应在整个部门形成谦卑品质与作风[50],这种积极的部门氛围与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所提倡的对员工的赞赏认同、充分授权及能

力发展要求相吻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员工基本心理需求。因此，部门谦卑型领导风格提供了一种有助于高参与人力资源

实践有效影响员工工作繁荣状态的积极边界条件。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部门谦卑型领导风格作为一种部门氛围，正向调节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工作繁荣的影响，即当部门谦卑型领导风

格水平较高时，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更强。 

1.4 模型整合 

通过上述分析，当谦卑型领导风格处于高水平时，下属感知的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其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更大，进而促

进员工创新行为表现。本研究提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假设，即工作繁荣对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和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取决于部

门谦卑型领导风格水平。换言之，谦卑型领导风格水平越高，下属感知到的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越大。谦

卑型领导具备欣赏员工能力和提倡沟通、开放与不断学习的特点，有助于提高员工自主性与决策水平，而体验到组织高参与人

力资源实践的员工，能够满足更高水平的心理需求，从而提升其工作繁荣状态并促进创新行为的实现。因此，面对高水平谦卑

型领导，员工工作繁荣会在更大程度上传递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相反，低水平谦卑型领导风格无法与组织

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的积极影响形成有效匹配，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因此，员工工作繁荣状态受到组织高参与人力资

源实践的正向影响有限，进而不利于创新行为的实现。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谦卑型领导风格调节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工作繁荣与创新行为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当谦卑型领导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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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高时，这一中介作用的效果更强，反之更弱。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收集与数据选取 

根据以往学者建议[40],本研究从员工个体感知角度探讨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的影响，从而体现出不同员工工作体验对

个体心理态度及行为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设计谦卑型领导风格作为部门层面变量，采取员工及部门嵌套数据并采用跨层调节

方式进行验证。为避免数据同源性问题，本文采用领导与员工配对数据进行假设检验。 

本研究样本聚焦于技术密集型科技创新企业，并在不同行业科技创新型企业中收集样本数据。最终，在山东与上海两地共 4

家企业进行样本数据收集，涉及IT技术互联网营销、航运物流设备、金融保险与建筑设计等行业。在获得调查企业各相关部门

领导与下属员工名单后，根据事前设计好的个人信息编号进行配对，所有参与调查的员工均采取自愿原则。在问卷发放过程中，

均采用纸质版问卷，首先在时间点一向各部门员工发放问卷，员工填写完后当场回收并密封保存。时间点二设定为员工问卷收

集后的第四周，采用同样方式向员工所在部门领导发放问卷。 

员工问卷包含员工基本信息、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谦卑型领导及工作繁荣测量量表。部门领导问卷包含领导、团队基本

信息及下属员工创新行为测量量表，各部门确定参与调研的员工数为 3～8 人。两轮数据收集共回收 97 份领导问卷及 461 份下

属问卷，剔除无法配对、空白较多及有效成员低于 3人的部门后，最终获得 92个部门领导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4.84%)和 402 份

配对成功的部门员工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7.21%),平均每个部门有 4.37 个下属，该样本在部门和个体两个层面的样本容量符合

以往类似研究使用的样本容量规模[51]。后续数据分析均基于这些数据展开。其中：①在领导样本中，男性 45 人，女性 47 人，

分别占 48.9%和 51.1%。年龄方面，平均年龄 36.97 岁，30 岁及以下领导 9 人，占 9.8%;31～40 岁 61 人，占 66.30%;40 岁以上

22人，占 23.91%。大专及以下学历领导 17人，占 18.5%;本科学历者 60人，占 65.2%;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15人，占 16.3%;②

在员工样本中，男性居多，共278 人，占 69.2%;女性 124 人，占 30.8%。员工平均年龄 31.34 岁，30岁以下 175人，占43.5%,30～

40 岁 198 人，占 49.3%;40 岁以上 29 人，占 7.2%。其中，75.6%的员工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在当前单位工作时间不足 5 年的

员工 265人，占 65.9%;其他员工在当前工作时间均达到或超过 5年。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有量表都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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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该变量测量采用 Yang[7]整理编制的 13 题项量表，该量表由充分授权、赞赏认同及能力发展等 5

个维度组成，中文版量表已经在国内情境下运用并被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预测效果[40]。量表内容包含“我的单位会用不同

方式切实认可我的努力”及“我们能经常得到关于企业盈利或亏损的信息”等题项。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α为 0.92。 

(2)谦卑型领导：该变量采用 Owens等[21]开发的 9题项量表。该量表中文版已经在国内情境下运用并被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和预测效果[52]。量表包含“我的直接主管能积极寻求反馈，即使反馈是批评性的”等题项。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 Cronbach'sα为 0.91。 

(3)工作繁荣：该变量采用 Porath 等
[19]

开发的 10题项工作繁荣量表。该量表中文版已经在国内情境下运用并被证实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和预测效果[53]。该量表分为学习与活力两个维度，包括“我经常学习”“我充满能量和精力”等题项。本研究中，

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α为 0.83。 

(4)创新行为：该变量采用 Scott & Bruce[54]编制的六题项量表。中文版量表已经在国内情境下运用，并被证实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和预测效果
[51]

。量表包含“寻求应用新流程、技术与方法”等题项。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为

0.92。 

参照相关研究[40,51]并结合本研究实际情况，选取员工性别、年龄、学历与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2.3 检验方法 

首先，本研究应用 SPSS22.0 软件检验假设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采用 MPLUS7.4 检验模型中各变量区分效度并进行

模型验证。由于本研究数据属于嵌套数据，以员工创新行为为因变量的 ANOVA 分析显示 F(91,310)=3.80(p<0.01),说明该变量组

间差异明显。因此，本研究使用MPLUS7.4 对假设 H1进行多层线性模型检验。虽然本研究提出的中介模型均在个体层面，但由于

为嵌套模型结构并受到部门层面因素的影响，因此采用 1-1-1 跨层中介模型检验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55],并使用 Preacher & 

Selig[56]设计的软件，以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对该模型进行验证。最后，跨层次调节模型也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法进行检验，并

采用刘东等[57]的方法，对跨层次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蒙特卡洛模拟方法估计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共同方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对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谦卑型领导、工作繁荣及创新行为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1。由于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包含 5个子维度，参考以往对多维度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58],

本文将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各子维度题项进行平均值打包，从而降维至一阶模型。结果显示，4 因子模型区分度较好，

χ2(393)=899.649,χ2/df=2.29,RMSEA=0.057,CFI=0.922,TFI=0.913,明显优于其它模型，表明 4 因子间拥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由于本研究中除创新行为由领导在时间点二评价外，其它所有变量仍然为员工自评，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

在 4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 1个共同方法偏差因子，并进行区分度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拟合指标为χ
2
(367)=892.248,卡

方指数没有显著减少(△χ2=7.401,△df=26,p>0.05),而 χ2/df 值=2.43,大于假设模型指标值 2.29,其它指标不仅未得到改善，

且部分指标低于假设模型指标。此分析结果表明，加入共同方法偏差因子模型没有使假设模型的解释效果得到显著改善，表明

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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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给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结果表明，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工作繁荣及员工创新行为

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r=0.442(p<0.01)和 r=0.193(p<0.01);工作繁荣与创新行为也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r=0.376(p<0.01),这些结果初步验证了本文理论假设。 

表 1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 △χ2/df RMSEA CFI TFI 

假设模型(四因素):HIHR,HUMI,GZFR,INV 899.649 393 —— 2.29 0.057 0.922 0.913 

三因素模型：HIHR+GZFR,HUMI,INV 1207.360 396 307.711** 3.05 0.071 0.875 0.862 

三因素模型：HIHR,HUMI+GZFR,INV 1252.706 396 353.057** 3.16 0.073 0.868 0.855 

三因素模型：HIHR+HUMI,GZFR+INV 1340.590 396 440.941** 3.39 0.077 0.854 0.840 

二因素模型：HIHR+HUMI,GZFR+INV 1893.236 398 993.587** 4.76 0.097 0.769 0.748 

单因素模型：HIHR+HUMI+GZFR+INV 2743.032 399 1843.383** 6.87 0.121 0.638 0.605 

假设模型加入共同方法偏差因子 892.248 367 -7.401 2.43 0.060 0.914 0.904 

 

表 2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检验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 性别 1.308 0.462 
       

2 年龄 31.345 6.271 0.043 
      

3 教育程度 3.903 0.769 -0.091 -0.316** 
     

4 工作年限 4.083 3.787 -0.016 0.455** -0.151** 
    

5 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 3.696 0.661 0.038 0.010 0.060 -0.103* 
   

6 谦卑领导 4.040 0.568 0.048 -0.075 0.105
*
 -0.066 0.532

**
 

  

7 工作繁荣 3.940 0.481 0.028 -0.096 0.093 -0.120* 0.442** 0.464** 
 

8 创新行为 3.551 0.707 0.057 0.115 0.070 0.089 0.193** 0.257** 0.376** 

 

3.3 数据聚合 

将谦卑型领导由个体层面聚合到团队层面之前，先检验必要的聚合指标 Rwg(j)组内一致度、ICC(1)组内相关(1)和 ICC(2)

组内相关(2),从而判断谦卑型领导是否适合聚合到部门层面。谦卑型领导的 Rwg(j)的平均数为 0.973,最小值为 0.74,均大于组

内一致度 0.7 的临界值[59]。ICC(1)的值为 0.229,ICC(2)的值为 0.568,分别高于 ICC(1)临界值 0.05 和 ICC(2)临界值 0.5[60]。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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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结果说明，谦卑型领导具有较高的组内一致性和组间差异。因此，可将谦卑型领导从个体层面聚合到部门层面。 

3.4 假设检验 

为检验主效应的显著性，参照以往相似模型的检验方式[61]进行跨层次简单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表 3中模型 3显示，在控

制员工个人基本信息后，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51,p<0.01,假设 H1成立。 

为检验中介效应，本文基于 MPLUS 分析工具，检验受部门层面因素影响的 1-1-1 中介模型，并参照以往此类理论模型数据

分析结果的报告输出方式[62],以结构模型形式展现该模型分析结果(见图 2)。从中可见，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工作繁荣影响显

著 β=0.34(SE=0.045,p<0.01),工作繁荣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β=0.33(SE=0.078,p<0.01)。中介模型同时显示，主效应不再

显著，β=0.04(SE=0.062,p>0.05)。结果表明，工作繁荣能够中介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为进一步检验

该中介关系的效果，采用 Preacher & Selig[56]提出的蒙特卡洛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估计法估算中介效应显著性。估计结果显示，

间接效应为 0.13,95%置信区间为[0.003,0.468],不包含 0。分析结果表明，工作繁荣在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创新行为间发挥

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H2成立。 

表 3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 

变量 

创新行为 

零模型(模型1) 
仅含控制变量模型 

(模型 2) 

假设模型 

(模型 3) 

截距 
3.527** 

(0.055) 

2.89** 

(0.206) 

2.87** 

(0.401) 

控制变量 
   

学历 
 

0.065 

(0.063) 

0.064 

(0.061) 

性别 
 

0.007 

(0.013) 

0.007 

(0.014) 

年龄 
 

0.013 

(0.008) 

0.013 

(0.008) 

本单位工龄 
 

0.006 

(0.013) 

0.003 

(0.013) 

个体层面 
   

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 
  

0.151
**
 

(0.058) 

方差成分估计 
   

组内(层级一)方差σ2 0.308 0.306 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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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距(层级二)方差τ00 0.202 0.191 0.192 

斜率(层级二)方差τ11 
   

层级一 PseudoR2 
 

0.006 0.029 

层级二 PseudoR2 
 

0.054 0.050 

 

 

图 2 1-1-1 中介结构模型分析结果 

为检验谦卑型领导的调节作用，根据 Aguinis 等[63]的跨层调节过程分析步骤，检验假设 H3中谦卑型领导跨层的调节效应，

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跨层调节效应显著，β=0.345(SE=0.158,p<0.05)。 

为进一步验证假设 H3,本研究检验在谦卑型领导高于一个标准差和低于一个标准差时，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工作繁荣的影

响效果及显著性(见图 3)。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当谦卑型领导水平高时，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工作繁荣有显著影响

(β=0.45,p<0.01);与之相比，当谦卑型领导水平低时，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工作繁荣的影响效果及显著程度减弱

(β=0.19,p<0.05)。这说明，谦卑型领导正向调节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工作繁荣间的关系。由此，假设 H3得到支持。 

表 4跨层次调节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工作繁荣 

零模型(模型1) 
随机截距固定 

斜率(模型 2) 

随机截距随机 

斜率(模型 3) 

跨层交互 

效应(模型 4) 

截距 3.933**(0.029) 4.003**(0.206) 4.022**(0.219) 4.042**(0.213) 

控制变量 
    

学历 
 

0.026(0.033) 0.019(0.034) 0.016(0.034) 

性别 
 

0.006(0.008) 0.006(0.008) 0.006(0.034) 

年龄 
 

0.004(0.004) 0.005(0.004) 0.005(0.004) 

本单位工龄 
 

0.009(0.007) 0.007(0.007) 0.007(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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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层面 
    

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 
 

0.303**(0.048) 0.334**(0.049) 0.325**(0.048) 

部门层面 
    

谦卑型领导 
 

0.475**(0.060) 0.468**(0.065) 0.479**(0.060) 

跨层交互项 
    

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 

×谦卑型领导    
0.345

*
(0.158) 

方差成分估计 
    

组内(层级一)方差σ2 0.203 0.163 0.142 0.142 

截距(层级二)方差τ00 0.029 0.011 0.016 0.016 

斜率(层级二)方差τ11 
  

0.069 0.053 

层级一 PseudoR
2
 

 
0.197 0.300 0.300 

层级二 PseudoR
2
 

 
0.621 0.448 0.448 

层级二交互作用 PseudoR2 
   

0.232 

 

为检验假设 H4跨层次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参考相关分析方法[57],对该效应进行蒙特卡洛自举法估计。蒙特卡洛 20000 次重复

抽样结果显示，谦卑型领导对工作繁荣在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中发挥调节作用(见表5)。在高谦卑型领导

水平下，调节效应显著(β=0.176,95%CI=[0.094,0.273]);在低谦卑型领导水平下，调节效应减弱，但仍然显著

(β=0.076,95%CI=[0.019,0.146])。同时，二者差异效果显著(β=0.100,95%CI=[0.013,0.205])。由此，假设H4得到支持。 

 

图 3谦卑型领导在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工作繁荣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表 5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对创新行为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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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条件 

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X)→工作繁荣(M)→创新行为(Y) 

间接效应 LLCI ULCI 

高谦卑型领导(+1SD) 0.176 0.094 0.273 

低谦卑型领导(-1SD) 0.076 0.019 0.146 

高水平与低水平谦卑型领导差异 0.100 0.013 0.205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在个体自我决定实现过程中，基本心理需求满足能够提升以活力与成长发展能力为主要表现的工作繁荣状态[35]。本文将高

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员工工作繁荣这种体现员工活力与学习发展能力的积极心理状态相结合，检验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通过满

足员工基本心理需求促进其工作繁荣并进一步正向影响其创新行为的过程机制。本研究实证检验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在员工

工作繁荣及创新行为过程中的适用性，并证明恰当的人力资源实践活动成为这一理论模型中对工作繁荣及员工工作行为产生积

极影响的情境因素。另外，本研究拓展了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路径，发现这种人力资源实践能够促进员工

成长，员工创新行为不再是被动的工作反应，而是一种依靠自身活力与意志力自发的工作表现。更重要的是，高参与人力资源

实践在促进员工创新过程中，也同步促进员工成长，提升员工活力与学习能力，从而使员工一直保持积极工作状态。 

基于个体与团队激励综合理论模型，本研究发现部门领导所具备的谦卑型领导风格在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影响工作繁荣关

系中发挥调节作用。这一结果为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找到了可行的边界条件，即员工所在部门领导风格等部门氛围因素作为

边界机制，能够进一步增强或削弱人力资源实践这一组织情境因素通过满足员工基本心理需求促进其工作繁荣的效果。这一发

现丰富了对该理论模型的认识，即员工工作繁荣的形成除受直接促进个体基本心理需求的组织情境因素影响外，其所处部门或

团队领导风格能够发挥与组织人力资源政策影响相互匹配
[11]

与补充的作用。目前，已有文献表明谦卑型领导能够对下属基本心

理需求满足产生直接效应[52],而本文发现谦卑型领导风格作为一种部门层面影响因素对组织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效果发挥补充

与调节作用，这也进一步拓展了对谦卑型领导角色与功能作用的认识。 

由于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以提高工作绩效为中心，其对员工内控动机的强化可降低员工创新行为水平[64],因此这种人力资源

系统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51]。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系统以员工投入与成长发展为中心，不强调对员工绩

效结果的高度期望及行为控制，因此关于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系统对员工工作绩效影响的研究在未来应进一步深化。 

4.2 实践启示 

在应对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性与动态变化时，企业应优先激发员工创新与创造力[4]。本文结果表明，组织通过有效实施高参

与人力资源实践活动所包含的授权、能力发展、信息共享、赞赏认同和回报公平等，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员工创新行为，还能够

有效满足员工追求自主性、胜任力以及与他人互动合作的基本心理需求，进而通过强化员工工作繁荣的积极心理状态，进一步

促进员工创新水平提升。这种人力资源实践有利于企业赋能型组织氛围建设，使员工具备更高的工作自主性，促进个人成长及

自我价值发挥。 

本研究同时表明，组织应在部门领导力开发与提升方面，培养部门领导谦卑型领导风格，并积极构建部门谦卑型工作氛围，

促使组织整体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工作繁荣状态及创新水平的积极影响在部门层面得到进一步增强。所以，组织应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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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整体人力资源实践层面与部门层面在人力资源管理原则、价值定位上的一致性及协调性，强化部门领导对组织高参与人力

资源实践活动的支持。这要求员工直线领导主动在下属中营造与组织人力资源实践精神相一致的工作氛围，从而进一步加强员

工对组织人力资源政策的理解与感知
[38]
。 

4.3 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性：①没有完全避免同源偏差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虽然结果变量与其它变量相比采用跨时间点它

评方式进行测评，但前因变量和中介变量仍在同一时间点由员工自评，未来可采用 3 个时间点测评方式，以更好地检验中介机

制效果；②将员工个体层面感知的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作为模型前因变量，将谦卑型领导作为部门层面氛围变量，主要考察组

织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的正式和直接影响，但部门领导风格在实际情况中存在跨部门差异，且是一种非正式、局限在部门内部

的情境因素。因此，将谦卑型领导作为研究前因变量、将人力资源实践作为调节变量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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